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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认知和象征性思维被视作现代人行为的重要特征, 而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往往成为

鉴别认知和象征的标志, 甚至是语言出现的证据. 近年来, 在非洲、欧洲、近东勒凡特地区

甚至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带有刻划痕迹的骨、石制品, 赭石、鸵鸟蛋

皮等遗物. 但在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与象征性行为相关的考古材料, 包括串珠、装饰品、埋

葬行为、带穿孔及刻划痕迹等遗物却鲜有发现. 本文报道了中国西北地区水洞沟遗址(SDG)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约 30 ka BP)中发现的一件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 该石制品出土于

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 1980 年发掘的下文化层, 这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首次发现带有刻

划痕迹的非有机质遗物 .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记录人类行为信息 , 作者应用 KEYENCE 

VHX-600 数字显微镜建立了这些刻痕的三维数字模型以进行观测与对比, 在排除了多种可

能的非人为因素后, 确认这件石核上的刻痕是人类有意识行为所致. 由于我国旧石器时代

发现的其他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大多存在争议, 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得到现代人行为在中国

北方的出现和演化的模式. 但根据这一发现可以推测在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可能存在

如计数、记录等象征性思维, 反映了 SDG1 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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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现代人行为起源与扩散问题的争议中 , 

带刻划痕迹遗物常常被视作证明“行为现代性”的重

要特征之一[1~3], 也被认为是认知和象征的一个标志, 

甚至被作为语言出现的证据[4~6]. 越来越多的带有刻

划痕迹的骨、赭石、鸵鸟蛋皮及石制品被发现于南非、

欧洲、近东勒凡特地区、甚至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遗

址中[7~13]. 但在东亚地区却鲜有关于更新世地层中发

现带有刻划痕迹遗物的报道 [14~17]. 本文介绍发现于

水洞沟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18]地层中的一件带

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  

水洞沟遗址位于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市

郊, 西距黄河约 18 km. 该遗址涵盖时代从旧石器时

代晚期早段到末段的共 12 个地点[19~22]. 在这 12 个地

点中 , 水洞沟第一地点(SDG1)作为我国发现的第一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因其以勒瓦娄洼技术产出大量长

石片和石叶这一特点而在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

石器工业中占有独特地位. 20 世纪 20 年代, 60 年代和

80 年代共对 SDG1 进行了 4 次发掘, 出土大量石制

品、鸵鸟蛋皮串珠和疑似火塘遗迹, 学者们对多数材

料也进行了报道和研究 [19,22,23]. 我们注意到在分析

1923 年发掘出土材料时, 研究者 Boule 等人[22]曾观察

到“在一些硅质灰岩的表面有一些平行的刻划痕迹”, 

他推测这些痕迹是用雕刻器刻划的. 但遗憾的是, 他

并没有提供关于这些带刻划痕迹砾石的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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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为对保存于宁夏文物与考古研究

所的 1980 年发掘出土石制品做进一步的石器技术分

析, 本文第一作者重新观测了 SDG1 该次发掘出土的

石制品 , 这件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即发现于此次

研究中 . 这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带有刻划痕

迹的非有机质遗物, 也进一步验证了 Boule 的观察.  

1  SDG1 年代及石器工业概述 

对于水洞沟遗址地层与环境, 已有学者从各个学

科展开了综合研究[24~28]. 从考古学文化角度, SDG1 的

地层可分为两个文化单元(图 1). 剖面中部砾石层之

上, 包括 1, 2 层, 是全新世沉积, 属上文化层, 砾石

层之下的 3~7 层属下文化层, 为更新世晚期沉积, 这 

 
 

 

图 1  SDG1 地层及年代  
1, 泥质粉砂; 2, 粉砂; 3, 细砂; 4, 泥岩; 5, 砾石; 6, 泥炭条带;  

7, 钙质结核; 8, 石制品; 9, 动物化石. 据刘德成等人[28]修改 

件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就出自遗址下文化层 . 目

前对 SDG1 的年代研究一般认为下文化层年代大约

是 30000 a BP[19,27~29](表 1).  

然而在 2011 年 8 月对该遗址地层的重新考察中, 

我们于下文化层剖面采集到 1 件木炭样品, 并送美国

乔治亚大学应用同位素研究中心进行 AMS 14C 年代

测定, 结果显示其年代为 36200±140 a BP(未校正). 

尽管这是目前 SDG1 仅有的大于 30000 a BP 的 14C 年

代数据, 但结合已有的 U 系测年数据[30], 提示我们

SDG1 的年代存在更早的可能性.  

1980 年对 SDG1 的考古发掘共出土约 6700 件石

制品和 15 种共 63 件动物化石, 其中约 5500 件出自

下文化层 [19]. 该石器工业主要的剥坯方法是采用勒

瓦娄洼循环式剥片技术从石核上剥取长石片和石叶

作为加工工具的毛坯. 主要工具类型包括刮削器、尖

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和锯齿刃器, 其中边刮器数量

最多(图 2). SDG1 石器工业具有欧亚大陆西侧旧石器

时代晚期早段的技术特征 , 并与蒙古及俄罗斯阿尔

泰地区一些 30~40 ka 的遗址内涵相似[31], 对该遗址

石器工业详细的技术经济学分析内容将另行撰文介

绍.  

2  带刻划痕迹的石制品 

该石制品原料为硅质灰岩 , 是一件双台面对向

剥片的石核, 长 68.2 mm, 宽 35.57 mm, 厚 22.7 mm. 

石核两面为石皮, 一面为剥片面, 三个面相交使石核

横截面呈三角形. 剥片面长 57.3 mm, 宽 34.6 mm. 

剥片面上疤痕呈现对向剥片特征, 共有 4 个片疤保留

于剥片面上, 最大的一个尺寸为 57.3 mm×34.6 mm 

(图 3(c)). 相对的两个台面都经过修理, 台面角分别

为 72°和 79°.  

其中一个石皮面(62.09 mm×26.09 mm)保留 8 条

刻划在砾石表皮的线条, 肉眼既可识别(图 3(a),(b)). 

这 8 条刻痕基本与石核长轴相垂直, 其中两条相交, 

其余的接近平行排列 . 除最右侧较短的刻划痕(L8), 

其余刻痕都接近由两个石皮面构成的自然棱脊 (约

90°), L2 和 L7 甚至延伸至另一个石皮面(图 3(e)).  

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刻划痕迹及获取更多定量

和定性数据 , 我们应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人类演化实验室 KEYENCE VHX~600 

数字显微镜对标本进行了观测 , 同时借助配套软件

也对这些刻划痕迹进行了三维重建 . 基于强大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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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DG1 下文化层年代数据 

材料 测年方法 实验室编号 年代(a BP) 文献 

沉积物 OSL S1-3 28700±600 [28] 

沉积物 OSL S1-4 29300±400 [28] 

沉积物 OSL S1-5 32800±300 [28] 

沉积物 OSL S1-6 15800±1100 [28] 

沉积物 OSL S1-7 17700±900 [28] 

沉积物 OSL S1-8 34800±1500 [28] 

沉积物 OSL S1-9 35700±1600 [28] 

钙结核 14C PV0317 25450±800 [29] 

鹿骨 14C PV0331 16760±210 [29] 

马牙 U-series BKY82042 38000±200 [30] 

马牙 U-series BKY82043 34000±200 [30] 

碳屑 14C SDG01-001 36200±140 UGAMS 报告(未发表) 

 
 

 

图 2  SDG1 石制品 
(a)~(c) 石核; (d) 刮削器; (e) 尖状器; (f)~(h) 石叶 

术支持 , 显微观测获得了比肉眼观察更多的数据和  

信息. 

在显微镜下 , 我们发现有几处后期侵蚀痕迹破

坏了部分切割痕(图 3(d)). 这说明刻划行为发生于这

件标本被埋藏前 , 也证明刻划痕迹并非发掘过程之

中或之后形成的. 8 条刻痕均线条笔直且没有间断, 

说明每条痕迹均形成于短时间内的一次行为 . 我们

对每条刻划痕迹选择 3 处测量其长、宽和深(图 3(e)), 

结果见于表 2. 从测量数据可知, L2 最长(25.15 mm)

而 L8 最短(11.2 mm). 大多刻痕较轻并没有划透石皮

面. 所测点中刻痕最深处位于 P14(0.254 mm), L5 的

平均深度值最大(0.177 mm), L1 的平均宽度值最大

(1.791 mm). 这些刻痕在宽度和深度上存在一定变异,  
 
 

 

图 3  石核的刻划细节及其三维重建 
(a), (b) 刻划面; (c) 剥片面; (d) 侵蚀痕迹; (e) 刻划痕迹, 测量刻划线条宽、深的位置以红点标出; (f) P11 点的宽度与深度测量;  

(g) P11 点处刻划痕迹的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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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DG1 刻划线条测量数据(mm) 

刻划线条编号 长 测量点编号 深 宽 刻划线条平均深度 刻划线条平均宽度 

L1 19.6 

P1 0.138 2.255   

P2 0.126 2.196 0.114 1.791 

P3 0.079 0.922   

L2 25.15 

P4 0.160 1.019   

P5 0.154 1.098 0.161 0.995 

P6 0.169 0.868   

L3 18.88 

P7 0.086 0.690   

P8 0.152 0.879 0.116 0.845 

P9 0.109 0.965   

L4 17.77 

P10 0.053 0.398   

P11 0.144 0.798 0.102 0.807 

P12 0.107 1.225   

L5 19.27 

P13 0.131 1.055   

P14 0.254 1.441 0.177 1.247 

P15 0.145 1.247   

L6 20.96 

P16 0.060 0.641   

P17 0.155 1.301 0.155 0.988 

P18 0.249 1.022   

L7 14.7 

P19 0.074 0.406   

P20 0.201 1.403 0.109 0.945 

P21 0.053 1.025   

L8 12.41 

P22 0.076 0.733   

P23 0.051 0.771 0.081 0.991 

P24 0.117 1.468   

  平均值 0.127 1.076   

 

 
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模式. 如 P10 和 P21 两处深度均

为 0.053 mm, 但宽度却分别为 0.398 和 1.025 mm, 说

明刻划线条的宽度与深度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我们注意到 , 在水洞沟遗址附近采集的许多硅

质灰岩砾石表面都带有自然的裂纹 . 将这些自然裂

纹与 SDG1 石核表面的刻划痕迹做三维重建后进行

对比, 发现他们在剖面形态上存在明显不同: 石核上

的刻痕呈“V”型 , 而自然裂纹呈“U”型(图 4). 同时 , 

相比石核上刻痕的深度主要集中于 0.1~0.2 mm 这一

区间范围, 自然裂纹的深度变异范围明显更大. 此外, 

我们还发现自然裂纹常常沿其砾石自身的节理面分

布, 而在 SDG1 所发现的这件石核上并无明显节理, 

根据上述特征 , 我们认为该石核上的刻痕确非自然

力量所致.  

这件石核原料的为硅质灰岩 , 在硬度上远大于

如骨、角或象牙等有机质原料, 因此这些刻痕如若是

动物行为所致, 是很难达到现有深度的, 同时, 硅质

灰岩的硬度也不符合啮齿类动物磨牙的需求 , 而刻

痕的分布方式也不同于杂乱无规则的食肉动物咬痕

迹[32], 因而也可以排除动物行为的作用.  

另一个可能产生类似痕迹的是后期埋藏过程中

的影响, 如踩踏行为. 通常踩踏行为在石头或骨头等

埋藏物上产生的痕迹是随意的 , 没有明确统一的方

向[33]. 但 SDG1 这件石核表面的刻痕基本都与石核

长轴相垂直, 其中的 2 条(L3 和 L4)还相交, 并且除了

这 8 条清晰的刻痕, 在石皮面上并无其他类似痕迹发

现, 这充分说明这些刻痕并非踩踏行为所致.  

然而, 当其他非人为因素被排除后, 我们仍然需

要考虑一个问题: 这些刻痕是人类有意识所为还是

无意识的副产品? 有研究表明古人类会利用一些石

制品作为石砧打制石器或肢解动物 , 因此可能会在

这些石砧上留有一些非有意刻划的痕迹. 而 SDG1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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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自然裂纹与有意识刻划痕迹剖面形态的比较 
(a) 自然裂纹呈“U”型; (b) 有意识的刻划痕迹呈“V”型 

 

 
现的这件带刻划痕迹的石核尺寸较小 , 并且横截面

呈三棱形, 很难被作为石砧, 因而也可以排除它是人

类无意识的副产品这一假设.  

综合上述分析 , 我们可以判定这件石核上的刻

划痕迹是人类有意识所为.  

3  讨论与结论  

对于“现代人行为”问题的讨论目前集中于探讨

它的出现与演化是一个突变现象还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是否这种“行为的现代性”特征为现代人所独

有[34]? 但不论以何种标准定义所谓“行为的现代性”, 

蕴含象征行为和认知能力的考古材料都被视作重要

的证据 . 学者们常以遗址中出土的非功利性遗物作

为分析史前人类认知能力和象征性行为的重要材料. 

尽管他们推测这些非功利性行为可能与语言、象征、

艺术 [5,6]甚至历法 [4,35]相关 , 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仍

然没有一个共识.  

SDG1 石核上的刻划线条与西欧旧石器时代晚

期奥瑞那至马格德林时期出土的骨、角、砾石上的刻

划痕迹相比[4], 很难说是构成了某种带有描述性的图

案, 甚至较之年代更早的发现于南非 Blombos 洞穴

遗址赭石上的刻划痕迹 [8]与我国兴隆洞遗址象牙上

的刻划痕迹[16]相比也显得过于简略. SDG1 刻划行为

选择的对象是一件石核 , 而在其他遗址发现的刻划

痕迹多作用于一些非功利性遗物 , 这说明这一刻划

行为并非专门是为了制作装饰品, 但的确 SDG1 这些

刻划线条表达了一种设计因素 . 虽然我们不能确认

这些线条的功能和目的, 但考虑到每条线条都很直, 

显示它们都是在很短时间内一次形成的 , 我们推测

这一行为可能是为临时计数或其他记录行为 , 它也

预示可能存在的如语言等复杂的交流系统.  

在我国 , 更新世地层中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见

诸报道的不多 . 目前最早的发现是在我国南方的兴

隆洞遗址发现带有刻划痕迹的象牙 , 铀系测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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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代大约在 120~150 ka[16]. 在北方, Pei[36]介绍过

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带有刻划痕迹的鹿角 , 

尤玉柱[14]发现峙峪遗址出土有距今 28~32 ka 的带有

刻划痕迹的骨头, Bednarik[15,37]也报道过龙骨洞洞穴

遗址发现有距今 13065±270 a BP 的带有刻划痕迹的

鹿角 . 但有学者认为这些刻划制品的属性大多仍有

争议, 需要进一步分析[15,17]. 因此, 根据现有的非功

利性刻划遗物判断现代人行为在中国的出现和演化

模式为时尚早. 但 SDG1 这一带刻划痕迹的石制品至

少证明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一阶段的中国北方 , 

SDG1的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能力或现代人行

为特征[38].  

致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梅惠杰博士帮助拍摄石制品照片, 祁国琴研究员与张晓凌博士就文中相

关问题与作者进行多次讨论, 并在显微镜观测工作中提供帮助;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R.Bettinger 教授, 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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